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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评估中国南方典型农田剖面土壤的硝态氮消纳能力，探究反硝化的“热时”和“热区”效应，

选取太湖地区的水稻-麦轮作农田（稻田）、设施蔬菜地（菜地）和葡萄园（果园）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膜

进样质谱法（Membrane Inlet Mass Spectrometer，MIMS）和 RoFlow 系统（Robotized continuous flow 

incubation system）分别对土壤剖面（0 ~ 300 cm）的淹水层和非淹水层进行近似原位培养，监测一周年反

硝化速率。结果表明：三种种植模式下剖面土壤反硝化速率均存在“热时”和“热区”，稻田的反硝化

“热时”主要发生在 10月（稻季），速率为 17.6 nmol·g−1·h−1；菜地和果园的反硝化“热时”则主要发生在

3 月，速率分别为 44.2 nmol·g−1·h−1 和 45.3 nmol·g−1·h−1；稻田土壤反硝化“热区”发生在表层土（0 ~ 20 

cm），平均速率为 3.4 nmol·g−1·h−1；菜地和果园的反硝化“热区”主要发生在 20 ~ 100 cm处，平均速率分

别为 11.7 nmol·g−1·h−1 和 9.4 nmol·g−1·h−1；这些反硝化“热区”中的硝态氮去除率均达到了 90%以上，三

种种植模式下土壤剖面 300 cm 处几乎没有 NO3−-N 残留。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壤 NO3−-N 含量是反硝化

过程的主要限制因子。研究表明，太湖地区三种种植模式下农田土壤剖面具有较高的反硝化速率，且存在

明显的反硝化发生的“热区”和“热时”，能够有效消纳土壤剖面中的 NO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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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NO3−-N removal capacity of typical farmland profiles in southern China 

and to explore the hot moments and hot spots of denitrification.【Method】Paddy fields (rice-wheat rotation), 

vegetable fields, and orchards (vineyard) in the Taihu Lake region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Near in-situ 

incubation of flooded and non-flooded layers of the soil profile (0~300 cm) of these field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Membrane Inlet Mass Spectrometer (MIMS) and Robotized continuous flow incubation system (RoFlow) over a 

year. 【Result】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il denitrification rate exhibited distinct hot moments and hot spots 

across the three planting patterns. Denitrification hot moments in paddy fields were primarily observed in October 

during the rice season, with a rate of 17.6 nmol·g−1·h−1. The denitrification hot moments of vegetable fields and 

orchards mainly occurred in March, with rates of 44.2 nmol·g−1·h−1 and 45.3 nmol·g−1·h−1, respectively. The hot 

spots of denitrification in the paddy fields occurred in the topsoil (0~20 cm) with an average rate of 3.4 nmol·g−1·h−1. 

The denitrification hot spots of the vegetable fields and orchards mainly occurred at 20~100 cm, with average rates 

of 11.7 nmol·g−1·h−1 and 9.4 nmol·g−1·h−1, respectively. Also, the removal rate of NO3−-N in these denitrification 

hot spots exceeded 90%, and almost all NO3−-N in the soil profile was removed under the three planting pattern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oil NO3−-N content was the primary limiting factor for denitrification. 

【Conclusion】Our study reveals that the farmland soil profiles under the three planting patterns in the Taihu Lake 

area exhibit high denitrification rates with distinct denitrification hot moments and hot spots, effectively removing 

NO3−-N from the soil profile. 

Key words： Nitrate; Denitrification; Planting pattern; Soil profile; N2∶Ar 

在我国“高投入、高产出”为特点的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下，氮肥的投入量往往超过

作物所需，造成氮素的大量盈余，导致农田土壤剖面中存在大量 NO3−-N 的累积[1-2]。NO3−-
N 易随水流失造成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研究表明，尽管华北平原和太湖地区均是典型的高

氮肥投入的农区，氮肥年投入量在 400 ~ 500 kg·hm−2 左右，但两个区域在土壤硝态氮累积

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华北平原农田土壤剖面中存在大量硝态氮累积（453 ~ 2 155 kg·hm−2）
[3]，而太湖地区农田土壤剖面中无明显硝态氮累积，0 ~ 400 cm 土壤剖面 NO3−-N 的平均含

量分别为 8.8、31.1 和 36.4 kg·hm−2[4]。土壤剖面对 NO3−-N 的消纳作用主要由微生物介导的

反硝化过程完成，该过程将 NO3−-N 逐步还原为 N2，使部分氮素通过地下水和土壤孔隙回

归大气氮库。研究显示，华北平原小麦-玉米轮作农田 0 ~ 10 m 土壤剖面中，仅在表层（0 ~ 
20 cm）存在显著的反硝化过程，100 cm 以下剖面土壤中反硝化速率较低[5]。然而，目前有

关南方农区反硝化的研究多集中在表层土，对剖面土壤的NO3−-N消纳能力还缺乏定量分析，

剖面土壤中是否存在反硝化的“热时”和“热区”也不清楚。 
剖面反硝化强度受到反硝化微生物群落及底物 NO3−-N 浓度的控制[6]，同时其他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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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例如土壤有机质[7]、温度、pH[8-9]、氧气和水分条件，也会通过影响反硝化微生物的群

落多样性和丰富度、生物活性和呼吸强度来调控反硝化速率[10-11]。季节气候条件和农作物

管理措施的不同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反硝化强度[12-13]。可利用性有机碳的缺乏是限制土壤

反硝化作用的关键因素 [5]，华北平原深层土壤剖面中的溶解性有机碳（DOC）仅有 10 
mg·kg−1，深层土壤中的 DOC 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电子供体，导致深层土壤中的反硝化作用

受到限制[14]，而南方农区剖面反硝化作用是否受到土壤中DOC含量的限制仍不清楚，其关

键影响因素仍然未知。 
以往采用的土壤反硝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乙炔抑制法和 15N 同位素标记法等，然而，

这些方法均存在一定局限性[15-18]，无法反映土壤剖面的原位反硝化速率和硝态氮的消纳能

力。RoFlow 系统（Robotized continuous flow incubation system）采用 N2直接测定法[19-20]对

原位采集的旱地土柱进行培养，通过实时检测土柱的 N2 产生量，可以表征旱地土柱原位反

硝化速率。而 Flow-through培养装置则是采用 N2∶Ar比测量法[21]，将原位采集的上覆水和

土柱共同密闭培养，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对上覆水进行采样，利用 MIMS（Membrane inlet 
mass spectrometer）测定溶解在水中N2，表征淹水土柱原位反硝化速率。这两种方法不需要

添加底物，培养过程中模拟了原位状态，且适用于淹水和非淹水条件下反硝化速率的测定，

对于剖面上处于不同水分状态的土壤都能够进行监测，能够较为直接准确地反映土壤原位

反硝化速率，可以用来研究南方农田土壤剖面的反硝化差异。 
本研究分别选取江苏省常熟市的水稻-麦轮作农田（稻田）、设施蔬菜地（菜地）和葡

萄园（果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土壤原位条件和监测不同剖面土壤（0 ~ 300 cm）在

不同季节的反硝化速率，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评估该农区土壤剖面的NO3−-N消纳能力，

为南方农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决策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位于江苏省常熟市（31°32’ N，120°41’ E），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

温为 16 ℃，年降水量为 1 055 mm，地下水水位在 20 ~ 60 cm范围内波动。选取三种当地典

型的农业种植模式土壤，分别为水稻—小麦轮作农田、果园和设施蔬菜地。稻麦轮作地位

于辛庄镇合泰村，年施氮量约为 576 kg·hm−2，稻季从每年的 7 月开始种植，11 月收获，6
月中旬施用基肥，7 月和 8 月下旬分别施分蘖肥和穗肥，施肥量分别为 120、90 和 90 
kg·hm−2，稻季年施氮量约 300 kg·hm−2，麦季从当年 11 月下旬开始种植，次年 6 月下旬收

获，麦季年施氮量约为 276 kg·hm−2，11 月中旬施用基肥，次年 1 月和 3 月分别施用越冬肥

和分蘖肥，施肥量分别为136、80和60 kg·hm−2；大棚设施蔬菜地年施氮量约为600 kg·hm−2，

施肥时间分别为 10 月、12月、2 月和 5 月，每次施肥量约 150 kg·hm−2；果园种植葡萄，年

施氮量约 500 kg·hm−2，3 月施用基肥，4 月施用促花肥，5 月和 6 月追肥，施肥量分别为

240、100、80 和 80 kg·hm−2。试验样地土壤均为太湖湖基母质发育而来的乌栅土。 
1.2 样品采集 

于 2022年 10 月、11月及 2023年 2 月、3 月、5 月、7 月和 9月按照 0 ~ 20、20 ~ 100、
100 ~ 200 和 200 ~ 300 cm 四个层次进行土壤采集。利用单人手持式高频振动原状土壤取样

钻机（VD51，澳大利亚）分别采取稻田、菜地和果园的 0 ~ 300 cm 剖面原状土柱。每个采

样点设置三个平行。采集的土样一部分用于速率培养，另一部分用于理化性质测定。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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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开始前 30 d 分别在稻田、菜地和果园埋设 3 个地下水采样井，每 3 天进行一次水样采

集，每次连续采集 40 d 左右，收集好的地下水用作淹水培养的上覆水。 
1.3 样品培养及指标测定 

将稻田、菜地和果园的原状土柱分为 0 ~ 20、20 ~ 100、100 ~ 200 和 200 ~ 300 cm 四个

层次进行培养，由于研究区地下水位常年高于 50 cm，所以将果园和菜地的 0 ~ 20 cm 土柱

设置为好氧培养组，其余设置为淹水培养组。好氧培养组和淹水培养组均采用鲜土培养。 
好氧培养组使用 RoFlow 系统进行培养并测定反硝化速率。培养过程产生的 N2 和 N2O

由检测系统实时检测。培养装置设有 16 个罐体，每个罐体的出口依次连接至气相色谱仪，

装入 1 kg 原状土柱后进行气体置换，此后 16 个罐体每 3.5 h 依次完成一次检测，培养 24 h
左右，取 5 次检测的平均浓度（此时罐体内气体浓度趋于稳定），以 24 h 为培养时间计算

N2和 N2O 的产生速率。 
淹水培养组的土壤参考 N2∶Ar法[21]，使用上述各层混匀的土壤，采用 Flow-through培

养装置进行培养。将各层混匀的鲜土分别称 1 kg 装填到底部用橡胶塞密封的培养柱中，加

入采集好的原位地下水作为培养用的上覆水，预培养 15 h，通过控制进出水管处的止水夹

取样，取满水样后，用移液枪加入 200 μL 7 mol·L−1 ZnCl2后拧紧瓶盖，分别在 0、2、4、6
和 8 h进行取样，使用 MIMS（Bay Instruments，Easton，MD，美国）测定水样中溶解的 N2，

将该结果与取样时间做线性回归，以斜率作为 N2产生速率。 
1.4 数据处理 

剖面各土层硝酸盐去除率（RV）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RV�％� =
𝑟𝑟𝑎𝑎  × 365 × 24 × 𝑀𝑀 × 10−6

𝑅𝑅𝑅𝑅𝑎𝑎 + 𝑟𝑟𝑎𝑎  × 365 × 24 × 𝑀𝑀 × 10−6 + 𝑙𝑙𝑅𝑅 × 𝑓𝑓𝑅𝑅
× 100 

式中，ra表示各土层时间尺度上反硝化速率的均值，nmol·g−1·h−1；Rea表示各土层时间尺度

上硝态氮残留量的均值，mg·kg−1；M 表示 N 的摩尔质量，g·mol−1；le 表示各种植模式下的

氮淋溶率，%；fe 表示各种植模式下的施氮量，kg·hm−2。其中 le 参考相关文献选取稻田为

7%[22]，菜地为 19.7%[23]，果园为 20.5%[24]。由于土壤具有非均质性，采样点和采样时间的

不同可能导致土壤理化性质和反硝化速率的异质性，所以在相关性分析前采用 Cook距离诊

断分析中的异常数据并剔除，采用 Spearman 相关对土壤理化性质和反硝化速率进行分析，

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6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利用 Origin 2023 软件进行制图。 

2 结果与讨论 

2.1 土壤理化性质时空变化规律 

三种种植模式下土壤 pH 在 6.2 ~ 8.1 范围内，总体上呈现中性，表层土壤呈现弱酸性，

深层土壤呈现弱碱性。稻季淹水处理使稻田土壤质量含水率（31.6% ~ 42.7%）略高于菜地

（25.7% ~ 39.2%）和果园（30.1% ~ 49.9%）。土壤中 DOC 平均含量为稻田 24.2 mg·kg−1、

菜地 21.5 mg·kg−1、果园 22.9 mg·kg−1，在剖面尺度上表现为表层含量最高，除表层外随深

度增加逐渐累积的趋势（表 1）。Lan 等[25]的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酸性稻田土壤，中性和

碱性稻田土壤更有利于反硝化的发生。通常，DOC 的缺乏是限制土壤反硝化作用的关键因

素[26]。其中 Qin 等[7]的研究表明，添加富含 DOC 的液体到土壤中可以显著提高华北平原冬

小麦和夏玉米的年度双季轮作地的剖面反硝化作用，在添加三周后，200 cm 处剖面中累积

的硝酸盐去除了 70%。研究表明，华北平原深层土壤的作用受到 DOC 限制，表层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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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 约 40 ~ 300 mg·kg−1，深层显著降低到 10 mg·kg−1以下[14]。而在本实验中，三种种植模

式下的土壤剖面中 DOC 的含量均相对较高（10.0 ~ 86.2 mg·kg−1），可以为反硝化微生物提

供充足的碳源和能源，接近中性的 pH 条件和良好的淹水条件也有利于反硝化，为剖面

NO3−-N 的消纳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表 1 不同剖面深度土壤理化性质 

Table 1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along different profile depths 

种植模式 
Planting pattern 

深度 
Depth/ 

cm 

硝态氮 
NO3

−-N/ 
(mg·kg−1) 

铵态氮 
NH4

+-N/ 
(mg·kg−1) 

溶解性有机碳 
DOC/ 

(mg·kg−1) 
pH 

含水率
Moisture/ 

% 

稻田 
Paddy field 

0 ~ 20 8.4±1.6a 2.4±1.0b 28.9±7.8a 6.2±2.4b 42.7±2.0a 

20 ~ 100 1.2±0.5b 2.6±0.2b 15.0±2.8b 7.0±2.7a 31.6±3.0b 

100 ~ 200 0.5±0.1b 5.4±1.1ab 26.8±1.2a 7.2±2.8a 46.8±3.1a 

200 ~ 300 0.6±0.2b 7.8±1.0a 25.9±2.3a 7.1±2.8a 38.5±6.1ab 

均值 Average 2.7±0.7B 4.6±0.4A 24.2±3.5A 6.9±2.6B 39.9±2.6A 

菜地 
Vegetable field 

0 ~ 20 92.0±14a 9.8±1.9a 46.1±13.7a 6.5±2.6c 25.7±0.5c 

20 ~ 100 8.1±0.3b 1.8±1.2a 11.0±1.30b 7.4±2.8b 33.3±2.9b 

100 ~ 200 5.8±0.5b 2.7±1.0a 10.5±1.8b 7.9±3.0a 37.4±1.2ab 

200 ~ 300 0.5±0.1b 3.5±1.1a 18.3±4.3b 8.1±3.1a 39.2±0.5a 

均值 Average 26.6±6.9A 4.4±0.8A 21.5±6.7A 7.5±2.9A 33.9±1.3B 

果园 
Orchard 

0 ~ 20 102.1±10.4a 6.0±0.6a 49.8±5.6a 6.8±2.6b 33.3±0.5c 

20 ~ 100 34.0±2.6b 1.6±0.6a 15.4±3.4b 7.7±2.9a 30.1±0.6d 

100 ~ 200 5.0±0.6b 1.8±0.8a 10.0±1.2b 8.0±3.1a 39.6±0.9b 

200 ~ 300 0.5±0.1b 3.8±1.2a 16.4±1.9b 8.0±0.4a 49.9±7.4a 

均值 Average 35.4±4.7A 3.3±0.4A 22.9±2.6A 7.6±2.9A 38.2±3.6AB 

注：表中数据为全年不同种植模式下各土层的平均值±标准误差。表中同列数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相同种植模式下

不同土层间及不同种植模式土层均值间的差异显著（P < 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种植模式下均值的差异显著（P 

< 0.05）。Note: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the average ± standard error of each soil layer under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throughout 

the year.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within the data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oil layers are 

significant at 0.05 level; 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with the data indicate th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are 

significant at 0.05 level. 

NO3−-N 和 NH4+-N 均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在时间尺度上，果园（9.7 ~ 66.0 
mg·kg−1）和菜地（7.7 ~ 55.8 mg·kg−1）NO3−-N 变化较大，而稻田（0.3 ~ 9.2 mg·kg−1）变化

相对较小。具体来说，从 10月到次年 9月，果园的 NO3−-N呈现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3月
份基肥施用后最高，表土 NO3−-N 含量为 225.2 mg·kg−1。菜地的 NO3−-N 呈现夏冬低春秋高

的趋势，含量最高出现在 5 月，表土 NO3−-N 含量为 191.8 mg·kg−1。果园 7 月表土含量相对

较低但 20 ~ 100 cm 处含量较高，这是由于对葡萄地多次大量灌水进行催果，导致大量

NO3−-N 在没有被植物吸收和反硝化作用去除时向下淋溶累积。Huang 等[27]的研究结果也表

明，葡萄园大量灌水会导致 NO3−-N 在剖面上的累积层下移，与对照组相比，灌水 48 h 后

累积层由 20 cm转变为 100 cm。稻田的 NO3−-N在 3月施用分蘖肥后含量最高，表土含量为

34.8 mg·kg−1。总体上，在集中施肥后，土壤表层的 NO3−-N 含量升高，这一现象在菜地和



土 壤 学 报 
Acta Pedologica Sinica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果园中较为明显。在剖面尺度上，三种种植模式下NO3−-N在表层的含量远大于深层，随着

深度增加 NO3−-N 含量逐渐降低，在 100 ~ 200 cm 处均低于 10.0 mg·kg−1，300 cm 处几乎没

有 NO3−-N残留（图 1）。这与太湖农区的研究结果一致[4]。与华北平原的研究结果相比，在

同样为高施氮量（大于 500 kg·hm−2）的情况下，南方农区的深层剖面累积量（小于 2 
mg·kg−1）低于华北平原（12 ~ 60 mg·kg−1）[14]。  

 
 

图 1 不同种植模式下土壤中硝态氮的剖面（0 ~ 300 cm）和季节性变化特征 
Fig. 1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nitrate across soil profile (0 ~ 300 cm) among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在时间尺度上，菜地和果园的NH4+-N含量变化较大，而稻田变化小。从冬季到次年秋

季，三种种植模式下土壤表层变化较大，深层变化较小。菜地和果园NH4+-N表土含量都呈

现春秋季高、夏冬季低的特点，菜地 10 月含量最高，表土含量为 48.6 mg·kg−1，果园 3 月

含量最高，表土含量为 24.8 mg·kg−1。稻田表土含量最高发生在 7月（4.7 mg·kg−1）和 11月
（4.7 mg·kg−1），分别为稻季和麦季开始进行集中施肥的时间。在空间尺度上，果园和菜地

表层含量略高（大于 6.0 mg·kg−1），表层以下随深度增加逐渐累积（1.6 ~ 3.8 mg·kg−1），稻

田则从表层到深层逐渐累积（2.4 ~ 7.8 mg·kg−1）。已有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地区表土中的

NH4+-N含量为 1.76 mg·kg−1 [13]，玛纳斯河流域灌区棉田土壤中的NH4+-N约 10 mg·kg−1 [28]，

许祥富等[29]的研究表明，施用尿素可显著增加 0 ~ 40 cm 土壤中 NH4+-N 的含量，大量施肥

后 30d 内，表层土壤中的 NH4+-N 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增加了 10 倍，这与本实验的研究结果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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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种植模式土壤中铵态氮的剖面（0 ~ 300 cm）和季节性变化特征 

Fig. 2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mmonium across soil profile (0~300 cm) among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2.2 土壤反硝化速率时空变化规律 

施肥、灌溉和翻耕等农业管理措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会对土壤的理化性质产生影响，

反硝化速率受到土壤氧气有效性、温度、湿度和 NO3−-N 浓度之间相互作用的驱动[30]，导

致土壤在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上均可能存在有反硝化作用的“热时”和“热区”[31]。整体

上三个种植模式下，菜地反硝化速率（4.3 nmol·g−1·h−1）大于果园（3.9 nmol·g−1·h−1）和稻

田（2.1 nmol·g−1·h−1）。 
稻田在 10 月出现了明显的反硝化“热时”，反硝化速率达到 17.6 nmol·g−1·h−1，这一时

期处于水稻的拔节孕穗和灌浆施肥期，土壤处于嫌气状态且有大量的外源NO3−-N投入，良

好的淹水条件和高浓度反硝化底物有利于反硝化作用。菜地和果园淹水的上层土壤（20 ~ 
100 cm）在 3 月时出现了反硝化“热时”，果园（45.3 nmol·g−1·h−1）略高于菜地（44.2 
nmol·g−1·h−1），这时处于冬季休闲结束，农民通过大量施肥和灌水进行肥地。此前也有研

究表明，蔬菜地在基础施肥后的生长季节开始时和作物氮吸收较低的时期反硝化速率最高，

生长季节第一个月的反硝化活性相当于累积季节反硝化的 60% ~ 77%[32]。灌溉导致土壤含

水量增加从而产生更多的厌氧微位点，进而刺激反硝化活性，Zhang 等[33]的研究表明，菜

地中的高反硝化中间产物 N2O 排放率主要是由于频繁施肥和高氮施用或灌溉造成的，总

N2O 排放量与氮施用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 < 0.01）。 
稻田的反硝化“热区”在表土（0 ~ 20 cm），平均反硝化速率为 3.4 nmol·g−1·h−1，菜地

和果园的反硝化“热区”在 20 ~ 100 cm 处，平均反硝化速率分别为 11.7 nmol·g−1·h−1和 9.4 
nmol·g−1·h−1（图 3）。该地区的地下水水位常年在 20 ~ 60 cm 范围内波动，使得稻田表土及

菜地和果园的 20 ~ 100 cm 土壤剖面中存在频繁的干湿交替过程，干旱后的再湿润会增加硝

酸盐还原基因的丰度并提高硝酸盐还原酶的活性[34]，且在干湿交替条件下会促进微生物硝

化-反硝化耦合活性提高[35]，从而有利于反硝化“热区”的产生。 
稻田反硝化速率（1.1 ~ 3.4 nmol·g−1·h−1）在剖面上呈现随深度增加逐渐降低的趋势，

菜地（0.6 ~ 11.7 nmol·g−1·h−1）和果园（1.0 ~ 9.4 nmol·g−1·h−1）均呈现随深度增加先升高再

降低的趋势。Yuan 等[14]在华北平原的研究结果显示，反硝化在表层土（0 ~ 40 cm）中始终

最大，并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年施氮量为 600 kg·hm−2处理下，表土反硝化总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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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2.3 µg·g−1·d−1，0 ~ 400 cm 反硝化在 0.5 ~ 3.5 µg·g−1·d−1范围内。太湖农区的研究结果

显示，在 0 ~ 400 cm 剖面中，反硝化速率的范围在 0.2 ~ 1.0 µg·g−1·d−1，且随土壤深度的增

加而降低[4]。经换算，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华北平原反硝化速率相近，但高于太湖农区的研

究结果。由于 Yuan等[14]有关华北平原的实验结果仅能代表反硝化潜势，存在一定程度高估，

南方农区剖面中实际的反硝化速率可能高于华北平原。太湖农区的研究结果[4]采样时间为 5
月，处在反硝化速率较低的时期，且菜地和果园全部采用淹水培养，导致反硝化“热区”

都在表土。 
深层土壤中存在 NH4+-N 的累积现象，但连纲等[36]的研究结果表明 NH4+-N 在土壤中的

淋洗量很小，仅占施肥量的 0.008% ~ 0.074%，所以推测深层土壤中可能存在硝酸盐异化还

原过程（Dissimilatory nitrate reduction to ammonium，DNRA）。研究表明，电子供体（可利

用性碳）与受体的比例是反硝化和 DNRA 之间 NO3−-N 还原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电子

受体有限时，高的 C/NO3−-N 比率有利于 DNRA 过程的发生[37]。本研究中，深层土壤具有

较低的NO3−-N、较高的溶解性有机碳，且处于厌氧状态，有利于DNRA过程的发生，因此

在深层土壤剖面中可能存在 DNRA 过程的反应“热区”。 
表层土壤 NO3−-N 含量较高，可能会抑制 N2O 的还原[38]，因此在评估表土反硝化能力

时，N2O 产生量不应该被忽视。本研究观测了菜地和果园的 0 ~ 20 cm 土层中 N2O 的排放速

率，前五次采样的研究结果表明，N2O 在菜地 0 ~ 20 cm 土层中的平均排放速率约 0.27 
nmol·g−1·h−1，约占 N2O 和 N2总排放量的 26.8%；在果园 0 ~ 20 cm 土层中的平均排放速率

约 0.62 nmol·g−1·h−1，约占 N2O 和 N2总排放的 29.0%。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菜地和果园 0 ~ 
20 cm 土层中 N2O 的产生也对硝态氮的去除具有一定贡献。研究表明[39]，稻田的长期淹水

环境会抑制 N2O的排放，但干湿交替可能会促进 N2O产生，本研究未检测淹水组的 N2O产

生速率，这可能导致淹水组的反硝化速率存在一定低估。 
总体上，反硝化“热时”与农业施肥和灌溉时期一致，此时“热区”的反硝化活性较

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去除大量投入的外源氮，降低了淋溶风险。虽然深层土壤中的反硝

化速率相对较低，但对淋溶硝态氮的去除量也十分可观。即使在非反硝化“热区”，土壤中

仍有 0.97 ~ 4.38 nmol·g−1·h−1的反硝化速率，能够持续消纳土壤中残留的 NO3−-N。 

 
注：灰色背景代表该月存在反硝化作用“热时”。Note: The grey background represents the hot 

moments of denitrification. 
 

图 3 不同种植模式土壤反硝化速率随剖面（0 ~ 300 cm）的季节性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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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denitrification rates across soil profile (0~300 cm) among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2.3 剖面土壤硝态氮消纳能力及影响因素  

整体上三个种植模式下，在不考虑植物吸收和径流损失的情况下，稻田土壤的 NO3−-N
去除率最高，在表土中去除率约 85.6%，深层土壤剖面 NO3−-N 去除率在 96%以上，菜地土

壤的 NO3−-N 在表土中去除率约为 68.1%，在反硝化“热区”去除率可达到 98.8%（图 4）。
果园土壤的 NO3−-N 在表土中去除率为 77.9%，在反硝化“热区”去除率可达到 95.3%。以

目前的施肥量来看，NO3−-N 在 0 ~ 300 cm 剖面上几乎能被全部消纳，不会污染地下水，

NO3−-N 地表径流造成污染风险的可能性比淋溶造成风险的可能性大。相关研究[32]也表明，

南方农田稻季总淋洗量仅占施肥量的 1.4% ~ 2.8%，麦季地表径流氮损失通常更多，且以

NO3−-N 为主，占施肥量的 38% ~ 67%[40]。河北地区菜地中的氮素损失以 NO3−-N 为主，据

研究数据估算，地表径流损失约占总损失量的 86%，且施肥量和径流量越大，氮素损失比

率越高[41]。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剖面NO3−-N含量和反硝化速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39，

P < 0.001），其他因子和反硝化速率没有相关关系，这表明在本实验中 pH、DOC 和 NH4+-N
不是限制剖面反硝化作用的关键因子，NO3−-N 含量是限制该地区农田反硝化速率的关键因

子。Yuan 等[14]的研究表明，高施氮情况下，反硝化在剖面上主要受 DOC 控制（R2 = 0.79，
P < 0.001）。根据 Brye等[42]所描述的理想化反硝化反应方程，反硝化消耗的 C∶N质量比为

12∶14。假设深层土壤中的 DOC 全部可以被微生物利用，此时深层土壤中的 C∶N 可以支

撑全部 NO3−-N 被转化，与华北平原不同，南方农田剖面反硝化并不受 DOC 限制。 

 
图 4 不同种植模式下土壤剖面硝态氮的去除率 

Fig. 4 Nitrate removal percentage across soil profile under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3 结 论  

南方农田三种种植模式下土壤剖面均具有较强的反硝化能力，稻田、菜地和果园土壤

剖面的年平均反硝化速率分别为 2.1 nmol·g−1·h−1、4.3 nmol·g−1·h−1和 3.9 nmol·g−1·h−1。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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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模式下的土壤剖面反硝化速率均存在明显的“热时”和“热区”，其中稻田土壤反硝化

“热时”主要发生在 10 月，“热区”主要发生在 0 ~ 20 cm 处；而菜地和果园反硝化的“热

时”主要发生在 3 月，“热区”主要发生在 20 ~ 100 cm 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壤

NO3−-N 含量是三种种植模式下剖面土壤反硝化过程的主要限制因子。反硝化过程发生的

“热时”和“热区”能有效去除三种种植模式下土壤剖面的硝态氮，三种种植模式下土壤

剖面无明显NO3−-N残留。除反硝化过程外，厌氧氨氧化、硝酸根氨化和硝酸根同化也会消

耗土壤 NO3−-N，未来应关注这些过程对剖面土壤 NO3−-N 去除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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